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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与儒学并蓄问题

摘要：   本文试图从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中的闪烁着玄妙的禅理和中庸的儒学并蓄这个层面进行分析，分别以较为详实的文史论证王维山水诗中空灵的禅趣与愤世的儒学特点，并对其形成的客观与主观的历史原因作一番探究，以此解读王维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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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王维，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借山光水色以自娱，写下了许多闪烁着禅理又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诗。他的作品在盛唐独树一帜，影响深广，宋代文豪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王维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1  〕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的确王维是一位谙熟禅理的儒者，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这系于家庭佛教信仰的影响，王维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拜高僧大照普寂为师，持戒修行三十余年。在母亲的熏陶下，王维与其弟王缙"俱奉佛，居常疏食，不茹荤血"。王维 二十多岁就受教于名僧，三十岁左右丧妻。据《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妻亡不再娶，卅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可见佛教对他影响至深。王维交往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他诗文中记有姓名的就近二十人。从他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佛学造诣很深。王维早年也曾积极从政，但政治上不得意，他便长持斋戒，日日禅诵，过着隐居生洗，并走向大自然，演绎了许多绝世精品。正因为他笃志信佛，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他的许多山水诗蕴涵着玄妙的禅理和中庸儒学，本文试就王维山水诗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作一番论述。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理”使人顿悟良深。 禅宗所讲的“顿悟”，是指个体的直接体验，不是靠理性思维或因定传授模式所能达到的。禅宗主张求佛不应向外觅求，而是对自身佛性的体验与发现，实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体验。以禅喻诗正是借禅悟的个体化特征来喻诗歌的个性化创造特征，以打破旧的诗学范式。诗的审美体验与禅宗的宗教体验有相通之处，一是随机性，二是超语言性。〔2〕一直以来禅宗以“无念为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心空，则无欲、无执、不生、秒灭、大休、大息，达到永恒的涅般。禅宗的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他所写的山水诗多持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表现空寂闲静的境界。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我认为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换一句话说，就是将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载体或工具。这种纯粹的宣扬佛经教义的诗文是由当时佛教在东土的盛行风气渗透影响。据《旧唐书 王维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这说的是王维兄弟信佛，吃素不吃荤的史实，王维信佛的虔诚可见端倪。唐代正是佛教十分繁荣的时期，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又如《登辨觉寺》：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跌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方回《瀛奎律髓》认为：这首诗的第三、四句极佳。“远近数千里，一望了然。佳处全在‘窗中’‘林外’四字。” 但是除此之外句句与佛有关。“初地”

“化城”即佛教所说的极乐世界。“跌坐”是禅坐的方式。“梵声”即天竺语诵经声。“法云”，即佛法无边，像天空中的云，可以函盖广宇。“无生”，即禅宗所谓无生无灭。可见全诗包含了这样的佛里说教：在尘世扰攘之中，只有静心跌坐诵经，才可以达到无生无灭、立即成佛的顿悟境界。〔3〕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其客观社会意义大受损害，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因而价值不大。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但从王维的整个诗歌创作过程来看，这只占有极少数。
第二类是诗人持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以禅趣入诗，构建空灵闲静的境界。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第一类的纯粹的谈禅说教，而是以细腻的笔法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王维的禅学修养已经潜移默化于他对自然美的感受之中，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  〕《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山中静寂无人，只能偶尔听到一阵人语的声响，相反相成，更增加了山中的寂静，一缕夕阳返光透过深林密枝，照射在青苔上，更衬托出环境的优美。诗人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王维就是追求这又空又寂的境界，沉浸在这样静谧的氛围中，长久体味着独处于宁静的趣味。这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
王维这位大儒正是在大唐这一封建帝国的客观环境下，与其他士大夫一样，都接受相同的传统教育方式与内容，这使他具有较高的儒学和道德修养。正因此，他生平行止和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儒学家疾世愤俗痕迹。纵观王维的山水诗，带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  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6]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  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  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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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儒学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那么王维山水诗创作上的这种禅理与儒学并蓄的倾向是怎样产生的？
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当时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7〕，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成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8〕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
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史书上记载， 王维仕途中有三次大的挫折，这三次挫折使王维在思想世界里产生了由厌官到隐官变化。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
 由此可见，禅理和儒学对王维的人生观、世界观、创作观都产生深刻影响。我们从王维的诗作中看到清秀淡雅、寂静空灵，看到愤世的无奈和伤感，同时也能学到他那种让人醍醐灌顶的禅理，使我们心灵释然自得，不拘于横流物欲。王维的诗得之于大自然的启迪和心灵的自我释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生活的真实感受。因此王维的充溢禅理的山水诗帮助我们欣赏自然，热爱生活，认识自我，释放自我。  
附    注释（引用文献）：

    〔1〕摘录于苑咸《酬王维序》P14。
〔2〕引自张晶<<禅与个性化创造诗论>>2003-2-18
〔5〕引自《忙经》P112

[6] 引自张志岳《王维与诗》语

参考文献：

〔3〕参考《唐诗宋词概说》(陈新璋  编著)p40-41
〔4〕参考《诗薮》内篇卷六
〔7〕〔8〕参考吕成《禅学述原》，见《吕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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